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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研究表明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心理安全的影响以及对下属工作绩效的作用

机制却有待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我国政府基层组织的 473 名乡镇基层公务员的配对数据为对

象，运用跨层次线性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心理安全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

用以及服务导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服务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下属工作绩效；心理安全在其中发挥积极

中介作用；服务导向在服务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二者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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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变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不断驱使政府公共组

织及其管理者重新定义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不断审视

其领导方法及行为以提高绩效水平[1−2]。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研究者们不断将特定的领导行为(如变革型领

导、辱虐式领导、服务型领导等)与绩效联系起来进行

研究[3−5]。最早界定的服务型领导是指行为正直、无私，

在领导过程中能不断为下属及社会大众提供有效服

务，并且影响其追随者也如此行事的领导[6]。后来的

研究逐步将服务型领导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作为

一种独特领导方式，该类型领导强调安抚下属情感、

对下属授权、帮助下属发展和成功、为社区创造价值，

同时服务型领导具有较强的概念化思考能力，愿意为

组织及下属牺牲自己的利益。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政

府公信力亟须加强的背景下，这种无私的服务型领导

者在政府公共部门尤为需要。实际上，服务型领导这

一领导行为与方式在我国历史发展以及政府部门中具

有深刻的历史印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

一直是我们坚持的宗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

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定为政府改革目标，在发展

过程中也不乏“焦裕禄”“雷锋”式的英雄榜样。服务

型领导作为中西方共存的领导方式[7]，其概念在中国

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也是高度相关的[8]，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这些概念与西方服务型领导是非常相似的[9]。

尽管服务型领导在我国政府公共部门已成为研究关注

热点[10]，也有很多研究证实服务型领导对下属的工作

表现以及团队效能的提升有积极作用[11]，但现有研究

将关注点较多地聚焦于服务型领导对下属态度和行为

的影响，对工作绩效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更不用说针

对服务型领导在政府公共部门的背景下对工作绩效影

响机制的研究了[12]。因此，在我国政府公共部门的背

景下研究服务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的影响，能为我

们更好地理解政府公共部门如何提升组织绩效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心理安全作为一种信念，它能使组织成员认为自

身可以承担起组织内部的人际风险，即认为在组织中

采取具有人际风险的行为是安全的[13]，它已经不断被

相关研究所证实能提高工作绩效[14]。领导者提升下属

心理安全感，进而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不断成为理

论研究的焦点[4]。然而现阶段主要研究集中在针对企

业的心理安全感与下属学习行为[13]、下属创新行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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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上，关于心理安全在领导者行为与工作绩效的

中介作用机制的研究极为少见[16]，鲜有以我国政府基

层组织为研究样本、以心理安全为中介的领导行为与

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颜爱民和肖遗规[17]在这方面进

行了领导行为与下属建言行为之间关系的探究。因此，

本研究运用领导相关理论，首次从心理安全视角来探

讨在我国政府基层组织中服务型领导对工作绩效的作

用。同时在有关领导行为与工作绩效的研究过程中，

虽然许多学者论述过员工服务导向的重要性，但大多

从组织层面对服务导向进行研究，而从个体层面实证

研究的服务导向影响的较少[18−19]。有研究发现，在企

业组织中，下属感知到服务型领导的领导风格后，会

表现出更多的帮助同事和服务社会等服务导向行   
为[20]。据此我们推断，由于政府部门领导的权威性更

甚于企业组织，领导风格的示范性可能更强，服务导

向可能对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产生更明显的

调节作用，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服务导向作为调节

变量进行观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 

服务型领导又称为仆人型领导、公仆型领导等，

是组织管理领域新涌现出的领导理论，并逐渐成为国

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这一领导形式非常强调“服

务”与“利他”等理念。对于服务型领导所具备的独

特特征，众多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Liden
等[11]的研究表明服务型领导善于思考、授权、帮助下

属成长、优先考虑下属、行为符合道德。汪纯孝等[21]

的本土研究则表明服务型领导尊重下属、关心下属、

指导下属工作、帮助下属发展、愿意授权和承担社会

责任，同时服务型领导平易近人、甘于奉献、清正廉

洁、开拓进取。众多的研究已发现领导方式对于工作

绩效有较大的影响，社会交换理论[22]为我们理解服务

型领导如何影响工作绩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

础。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交换的双方各提供对另一

方有价值的东西，受惠方会想方设法回报恩惠直到交

换平衡。上述服务型领导的领导特质很容易引发互惠

交换过程的产生[23−25]。具体而言，服务型领导的领导

行为可以被视作其为建立与下属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

而进行的投入。根据互惠原则，当下属感知到领导的

重视和服务时，他们会给予领导某些积极回应作为回

报，下属回报领导的方式之一就是努力工作，达到更

好的绩效水平[26, 7]。此外，服务型领导有很强的理性

思维技能，对于工作中的难题有很清晰的解决思路，

可以为下属的成功指引方向[11]。因此，于下属而言，

服务型领导不仅会增强完成任务的信心，同时也会激

励他们充分发挥潜力，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完成任务，

以更高水平的绩效表现来回报领导。服务型领导这种

“以人为本”的领导方式，强调对下属的人性化服务

意识，会更容易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使

下属在完成组织内的任务时以“主人翁”的身份自居，

毫无疑问，这能提升组织的工作绩效水平[27]。Han   
等[28]与 Liden 等[5]的研究也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下服务型领导对工作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1： 
假设 1：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正相关。 
(二) 心理安全在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的中介

作用 

心理安全是团队成员的一种共同信念，这种信念

使组织成员认为自身可以承担起组织内部的人际风

险，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伤害组织内的人际交往关  
系[13]。Chen、Zhang 和陈国权等[29−30]的研究表明，组

织内的心理安全水平会影响团队的工作绩效。在高心

理安全的工作环境中，下属会尝试一些新的做法，寻

求不断改进工作的办法，而非过度关注他人及本人行

为的负面反应[31]；下属也能够把更多精力投入工作，

更愿意将自己独享的隐性和显性知识与他人交流、互

动，而不用担心其可能会对自身带来损害，因此组织

内部知识流动会更顺畅，更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工作与

交流互动氛围[30]，下属对完成工作更加自信，对组织

任务和目标更明晰，从而有利于获得更好的工作绩效。 
而从心理安全的前因来看，下属心理安全与否很

大意义上取决于领导者的领导行为[13]。相关研究业已

表明企业上级领导实施辱虐管理会削弱员工的心理安

全感[32]，而服务型领导方式则有利于增强下属的心理

安全[17]。这是因为服务型领导以下属为中心，信任下

属且与下属建立良好关系，当下属遇到困难时及时给

予帮助；服务型领导在领导过程中的首要动机是服务

他人，他们的目的是使下属变得更加健康、明智、自

由和善于自我管理。服务型领导的这些领导特质给下

属传达了“领导关心、尊重和帮助下属”的信念，下

属对于服务型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有很高的认可度，彼

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尊重程度会不断提升，下属能从

服务型领导身上感觉到安全。因此下属在为达成高目

标所从事的一些具有风险活动的事时能感到更放松与

信赖，能够消除下属在工作完成过程中的顾虑与不安，

因为他们相信这类活动即使可能导致不利的结果，但

他们的领导会进行公正的裁决[33]，即便是有些许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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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服务型领导都会公平地对待，不会忽视甚至打击

报复或让下属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都可以增强下

属的心理安全感。简言之，服务型领导[17]与魅力型领

导[34]和家长式领导[35]行为一样有助于增加下属的心

理安全感。基于以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2： 
假设 2：心理安全在服务型领导和工作绩效起中

介作用。 
(三) 服务导向的调节作用 

服务导向是指员工考虑周到、乐于助人、愿意为

他人考虑以及与他人团结合作的性格特质，由友好随

和、善于调节、谨慎周到等方面构成[36]。服务导向作

为一种内在的特质，个性上不倾向于服务导向的员工

仍会表露出态度和行为问题，但个人的服务导向是可

以习得或者受熏陶而得到不断提高的[37]。Vandenabeele
等[38]的研究表明下属与其领导之间的互动对于个体

的服务导向水平的提升就有很大的影响。从现有对服

务导向的定义总结中我们可以发现无私或利他是服务

导向的重要维度与特征[40]。具有高服务导向的员工在

工作过程中会无私地为服务对象考虑、愿意帮助同事

与他人等，这与服务型领导所倡导的无私以及为他人

服务等特质不谋而合[41]。基于社会学习理论[39]众多的

研究均表示服务型领导会引导其下属也成为一个服务

者[20]。因此，高服务导向的员工一方面乐于接受与学

习这种领导者所表示出的优秀领导行为与方式[42]，另

一方面高服务导向下属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与服务型

领导行为的高匹配度和契合度会进一步强化服务型领

导的服务动机和行为。双方的良性互动使组织内部双

方的服务导向得到不断强化与提升，其工作绩效的总

体表现也会更加出色[43]。究其原因，根据社会学习理

论，服务型领导是下属的道德楷模与学习对象，下属

会模仿并尽力赶超服务型领导对服务对象的服务水 
准[20]，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员工的服务导向，反过来

高服务导向的员工在其日常工作中，会进一步将其外

显在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品质上，在工作中更容易表现

出乐于助人和提供贴心服务的倾向[36]，这对工作表现

的提升大有裨益。Wright 和 Grant[44]的研究表明高服

务导向水平的员工更能够坚守他们“无私”的价值观，

下属会通过内在激励使其在工作中表现更好。Perry
和 Wise[45]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组织部门里高服务导

向可以导致下属更高更好的工作绩效。不止于此，众

多学者跨文化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46]。反之，当下

属表现出低服务导向动机时，领导者需要将更多的精

力放在处理行政内耗以及感化下属上，这对于具有有

限精力的领导者以及有限资源的组织来说，都会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任务的高效完成。基于以上所述，本研

究提出假设 3： 
假设 3：服务导向在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之间

起调节作用。 
 

三、研究样本与工具 
 

(一) 研究样本和程序 
本研究以团队为单位收集问卷，这些数据来自于

湖南省长沙市的乡镇领导干部。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

差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从领导正职(乡镇长或党委书记)
和下属(直接下属)两种人群中收集配对数据。领导正

职负责评价工作绩效；下属填写的问卷包括服务型领

导、心理安全感和服务导向等变量，个人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政治面貌、任职年限、最高学历等。 
在进行调查时，研究者亲自到各个乡镇对调研对

象进行问卷释疑和注意事项讲解，并向调查对象保证

调查结果完全保密，且仅用于科学研究；填写过程中，

研究者对被调查者针对调查问卷的理解提出的咨询进

行了及时的现场解答；问卷填写完成后由被调查者装

入信封，确保密封之后现场交回。领导者与下属分别

在不同的场所匿名完成问卷的填写。此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 79 套，回收 65 套领导正职问卷和 650 份下属问

卷。删除问卷填写不完整的，最后有效数据包括 43
份领导正职问卷和 430 份下属问卷。下属调查样本中，

97.8%为男性；80%的下属年龄在 45 岁以下；90%的

下属为共产党员；80.5%的下属在乡镇任职 10 年以上；

具有本科学历的员工占被调查对象的 60.5%。 
(二)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评分，1 分表

示“完全不符合”，5 分表示“完全符合”。 
(1)服务型领导。服务型领导采用的是 Ehrhart[23]

等编制的量表，共 14 个条目，部分条目如“我的领

导会花时间与员工建立良好关系”“我的领导会在员工

中建立团队意识”等。 
(2)心理安全。心理安全采用的是 Edmondson[13]

编制的量表，共 7 个条目，部分条目如“团队成员中

如果有人犯错，不会受到团队其他成员的反对”“团队

成员之间能彼此提出尖锐的问题”等。 
(3)服务导向。服务导向采用的是 Lance[40]等编制

的量表，共 5 个条目，部分条目如“我喜欢帮助他   
人”等。 

(4)工作绩效。工作绩效采用的是 Robyn[47]的编制

的量表，共 3 个条目，部分条目如“这位同志能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位同志能按照要求完成所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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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他的工作任务”等。 
 

四、研究结果 
 

(一) 聚合结果分析 

在本研究中，由于服务型领导定义在团队层次，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把个体层次的数据聚合到团队层

次。在聚合过程中，我们采用群体间变异[ICC(1)]、群

体间变异信度[ICC(2)]、组内一致性(Rwg)这三个指标

来判断服务型领导聚合的可靠性。通过计算得出，服

务型领导的 ICC(1)为 0.28，ICC(2)为 0.95，均超过了

0.12 与 0.5 的经验标准值。服务型领导 Rwg 的平均值

和中位数分别为 0.993 和 0.995，高于 0.7 的判断标准。

以上数据均表明，所测量的变量符合数据聚合的要求。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在服务型领导聚合前，我们采用 AMOS 软件做验

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本研究涉及的 4 个主要变量之间

的区分效度。结果发现，四因子模型(χ2/df=2.028，
IFI=0.937，TLI=0.916，CFI=0.918，SRMR=0.0652，
RMSEA=0.053)与其他几个模型相比，对数据的拟合效

果最佳，说明本研究中的 4 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

分性。 
(三)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r=0.133，p＜0.01)、
心理安全(r=0.187，p＜0.05)和服务导向(r=0.117，p＜
0.05)都是显著正相关，心理安全、服务导向与工作绩

效三个变量之间也是两两相关，这为我们的研究假设

提供了初步支持。 

(四) 假设检验结果 

(1)零模型。本研究使用跨层次线性模型方法

(HLM)来验证服务型领导对工作绩效的预测作用，步

骤如下：首先，我们分别设置了以工作绩效、心理安

全为结果变量的零模型，以考察其组内与组间方差。

结果显示，工作绩效的组内方差(σ2)与组间方差(τ00)分
别为 0.146、0.008，组间方差占总方差的 4.7%(5%)；
心理安全的组内方差 (σ2)与组间方差 (τ00)分别为

0.291、0.057，组间方差占总方差的 89.3%(16%)，因

此可以进行接下来的多层线性分析。 
(2)主效应分析。HLM 的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分别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任职年限和最高学历

作 为 控 制 变 量 进 行 总 均 值 中 心 化 (grand-mean- 
centered)，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 M3，γ=0.39，p＜
0. 001)显著正相关。假设 1 得到了支持。 

(3)心理安全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方杰等[48]的研

究，依次进行因变量与中介变量的零模型检验，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直接效

应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对因变量作用的效应检

验。第一步和第二步，检验工作绩效及心理安全的零

模型和服务型领导对工作绩效的主效应，已得到了支

持。第三步，检验服务型领导对心理安全的影响。结

果发现，服务型领导对心理安全显著( M4，γ=0.12，p
＜0.05 )。第四步，服务型领导、心理安全和工作绩效

同时进入方程。结果表明，心理安全( M5，γ=0. 25，p
＜0.05)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而服务型领导( M6，
γ=0.33，p＜0.001)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说明心理

安全部分中介了服务型领导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虽然心理安全在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得到了支持，但是其中介效应较小，于是进行 Sobel 
 

表 1  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A 0.09 0.271         

B 2.82 1.516 −0.007        

C 0.761 0.419 0.048 0.092       

D 2.60 0.953 0.033 0.178*** 0.045      

E 2.81 0.661 0.099* −0.125** −0.028 0.068     

F 4.262 0.212 0.024 0.008 0.100* 0.017 0.112*    

G 4.013 0.581 −0.082 0.031 −0.032 −0.050 0.043 0.187***   

H 3.908 0.517 −0.168*** −0.065 −0.127*** −0.081 −0.045 0.117* 0.123*  

I 4.262 0.393 −0.173*** −0.087 −0.088* −0.084 −0.114* 0.133* 0.143** 0.484***

注：A—性别，B—年龄，C—政治面貌，D—任职年限，E—最高学历，F—服务型领导，G—心理安全，H—服务导向，I—工作绩效，*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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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LM 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心理安全 工作绩效 

M1 M4 M2 M3 M5 M6 M7 

截距 4.001*** 3.532** 4.271*** 3.061*** 2.862*** 2.971*** −8.461** 

第一层变量        

A  0.031  0.011 0.011 0.011 −0.111 

B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C  −0.041  −0.071 −0.061 −0.071 −0.014 

D  −0.041  0.011 0.011 0.011 −0.021 

E  −0.101  −0.060 −0.060 −0.050 0.020 

G     0.25*   

H       2.98*** 

第二层变量        

F  0.12*  0.39***  0.33***  

交互项        

H×F       0.352*** 

方差分解        

组内方差(σ2) 0.288 0.298 0.156 0.141 0.142 0.261 0.139 

组间方差(τ00) 0.047 0.064 0.018 0.009 0.054 0.026 0.014 

注: 回归系数均为稳健标准误下的非标准化系数；A—性别，B—年龄，C—政治面貌，D—任职年限，E—最高学历，F—服务型领导，G—心理安全，

H—服务导向，I—工作绩效；*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001

 

检验。 2 2 2 2
b az ab a S b S= + ，其中，a=0.12，b=0.25，

Sa=0.05，Sb=0.06，故 z=1.93＞0.97，中介作用得到    
支持。 

(4)服务导向的调节效应检验。将服务导向和服务

型领导及二者的交互项同时进入方程。表中 M7 的结

果显示，服务型领导对工作绩效正向作用显著

(γ=2.98，p＜0.001)；交互项(γ=0.352，p＜0.001)说明

调节效应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及社会学习理论，运用

多层次分析模型探讨了服务型领导对政府公共管理部

门基层组织工作绩效的影响，尤其是心理安全和服务

导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服务

型领导对工作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力，假设 1 得

到支持；心理安全感在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中起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支持；服务导向对服务型

领导与工作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3 也得到支持。研究结论与假设相符合，验证了

我们之前的研究假设。 

(1)本研究是对 Parris 和 Peachey[49]、Hunter 等[20]

呼吁开展更多本土服务型领导效用内在作用机制研究

的积极回应。Ling 等[50]研究认为相对大组织而言领导

力的影响在中小微企业作用更大，主张拓宽领导力研

究的研究边界[51]，本研究也可视为对 Ling 等[50]主张

的一种探索，首次将服务型领导对工作绩效研究拓展

到我国政府基层组织，探究服务型领导对政府基层组

织工作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

者强调领导行为是影响工作绩效的关键因素相一   
致[28, 4]，而且我们的研究证明，服务型领导对我国政

府基层组织工作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力。 
我们完成研究后发现，Gary 等[43]几乎在和我们差

不多的时段中以浙江省地市一级的公务员为样本进行

了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可以提高下属的个体绩效水

平，服务导向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我们的研究则证明，

在中国政府的基层组织(乡镇一级)，服务型领导同样

可以提高下属的工作绩效水平，心理安全在其中起中

介作用，服务导向则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有趣的

是，我们这二个研究具有明显的佐证和互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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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运用跨层的研究方法研究服务型领导

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这是对 Liden[11]等学者呼吁

在领导力研究中运用多层或跨层分析的积极响应。针

对现有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团队或组织的影响作用进

行的实证研究大多都是单一层次，我们的跨层研究进

一步深入认识了服务型领导产生影响作用的内在机制

和条件，这对于我们把握本土服务型领导产生影响作

用的个人和组织条件，推动和深化组织行为学和人力

资源管理领域对领导理论的实证研究和管理应用大有

裨益。 

(3)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心理安全在服务型领导与

工作绩效两者间起中介作用。由此可知，领导行为对

下属工作绩效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作用机制，

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间的内

在作用机理的理解，为领导行为对下属工作绩效的作

用机制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方向。具体而言，这是因

为服务型领导通常关心追随者的基本需求和价值观，

并出于“服务”的考虑，给予下属更多的授权、支持

等。服务型领导者这种以员工为中心和民主参与式的

领导风格能够消除下属在完成工作中的顾虑与不安，

当下属以“主人翁”和“服务者”的积极态度来完成

工作时，就会不断规范行为，进而提高工作绩效。 
(4)与 Liu 等[7]以及 Su 等[8]的研究相一致，本文的

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跨文化背景下服务型领导在中国本

土的适用性。在西方观察到的服务型领导的诸多作用

机制同样适用于中国，虽然中国的情景差异性导致了

服务型领导的多维模型的通用性在中国受到一定限

制，但服务型领导还是可被视为中西方共存的一种领

导方式，它的许多维度是能够推广到中国公共管理部

门的。Yan、Xiao[17]针对基层公务员服务型领导与建

言行为的研究表明，服务型可以提高下属的心理安全，

进而提高其建言行为，最终达到工作绩效的提升。 
(5)本研究对于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者而言也具有

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我们认为，政府公共部门

为适应新环境而倡导的服务型领导方式，要避免落入

口号化，应将工作绩效作为考量的重要依据以真正发

挥其效用。其次，依据适当性逻辑[52]，个体会内化社

会上公认的视为自然、习以为常和正确的规则，而忽

视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服务型领导者遵循的行事规

则实质上是从“上级至上”向“下属与社会大众优先”

的转变，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转变会带来工作绩效的提

高[53]。其重要的影响机理是，由于上级领导对下属的

职业发展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及奖赏权[54−55]，领导者的

行为特质因为适当性逻辑的作用，会对下级的行为规

则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实现“服务型政

府”的改革目标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

宗旨的过程中，针对领导者大力推行服务型领导方式

显得十分重要。它可以逐步打破政府公共管理部门长

期以来将“服务上级”视为行为宗旨的陋习，转而形

成以“下属与社会大众优先”为行为价值准则的作风，

最终达到提高各级政府组织的工作绩效的目的。 
(二)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然得出了较多有意义的结论，但仍然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缺

少对时间变量的考察。因此，未来研究在考虑取样代

表性的同时，可以尝试加入时间变量，以便更精准地

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等之间的关系。其次，受限于样

本限制，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一个地区，未来研究可

以进一步拓展，进一步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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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level analysis of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afet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YAN Aimin1, XIAO Yigui1, TANG Mi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Municip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Changsha Government,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showed that servant leadership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but 
the mechanism on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service orientation remained to be studied further. Based on social 
mediating theory and on the data of questionnaires about 473 civil servants, the present study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service orientation in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HL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rva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that psychological safe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job performance, and that service orient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Key Words: servant leadership; job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afety; service orientation; public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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